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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专家谈北京警方

搜救驴友行动———

付费救援不可行
实 习 生 梅轶竹

本报记者 李 丽

4月3日，39名驴友在北京市房山区
四马沟猫耳山登山时被困， 警方首次出
动直升机搜寻遇险驴友，调集300余人参
与救援。

4月4日，17名登山爱好者在北京市
门头沟龙门涧山中被困， 警察、 群众等
290人参与救援行动，动用了3架直升机，
历时21小时才成功救援出被困人员。

据了解， 直升机用于警务， 在发达
国家比较早， 美国1947年就有了警用直
升机。 目前， 全世界有2500多架警用直
升机在执行各种飞行警务。 相比之下，
我国警用直升机的使用才刚刚起步 。
1993年武汉市公安局在国内率先装备了
警用直升机 ， 广东 、 南京 、 郑州 、 天
津、 山西、 北京等省市随后也建立了警
务航空队。

尽管这不是警用直升机第一次出现

在我国公众视野中， 但相比空中巡逻和
疏导交通， 职能部门动用警用直升机搜
救遇险驴友的行为， 却引发了不小的争
议。 据报道， 在两次救援行动中， 北京
警方共出动警用直升机7架次， 根据网
友估算， 警用直升机每小时飞行的燃油
费就达2500元。

争论以此为焦点展开， 一些网友提
出， 登山遇险是驴友的个人不当行为造
成的， 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为其埋单。
对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
太元表示， 救援遇险驴友浪费了大量人
力物力资源的说法， 不能成立。

王太元教授说， 驴友本身也是纳税
人， 他们有权利享受社会公共资源。 况
且， 生命的价值和金钱不能放在同一层
面考量， 在公民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
障的情况下， 社会职能部门有责任对其
实施救援。

据了解，在警方的日常执勤中，警用
直升机已经兼顾“民生”，主要负责巡逻
防控、监测道路交通状况、监控火灾事故
以及山地救援等三个方面。 在这两次救
援事件中，北京警方表示，直升机参与救
援将不是特例， 但要根据天气、 地形地
貌、 被困者情况等多方条件， 才会实施
高空或其他方式的救援措施。

近年来， 警方施救涉险驴友的事屡
见不鲜。 由此， 有人认为， 如果要求被
救者支付必要的施救费用 ， 就能 “迫
使” 这样的驴友 “三思而后行”。

不过， 王太元教授认为， 救援职能
部门是否应该设立付费救援制度， 不能
作为普适性问题一概而论。 如果救援要
收取费用， 那么， 被救者可能会顾及经
济问题而延迟报警求救， 从而错失警方
施救的黄金时间， 酿成意外事故。

王太元表示， 可以考虑让具备一定
经济条件的被救者自愿通过慈善或者公

益渠道支付一定的费用。 但将付费救援
作为一项制度的做法， 目前在我国的可
行性还很小。

“无论如何， 警方都不能因为遇险
者付不起救援费而见死不救。” 王太元
表示， 更何况， 付费救援与警方救援原
本所具有的公共服务性质不相符。

王太元指出， 户外登山探险行为切
忌盲目冒险。 由于目前我国的户外救援
体系尚未完善， 一旦驴友在登山过程中
发生危险， 报警和救援都会面临很大的
困难。因此，广大登山爱好者出行前要对
周边地理情况有所了解，随身携带GPS、
急救药品等必要装备， 临行前要告知亲
友自己的去向，做到有准备出行，防止意
外发生。

贵阳饮用水源地污染严重水质堪忧
本报记者 王鑫昕

贵州省贵阳市主要饮用水源来自 “两
湖一库”，即红枫湖、百花湖、阿哈水库。据
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网站的介绍，“两湖
一库” 每天为120多万市民供应饮用水，占
贵阳市城区用水量的60%， 被称为贵阳市
民的“三口水缸”。

然而， 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在当地调
查发现，其中一口“水缸”的水质安全状况
令人担忧。

排污沟被苗圃掩盖

阿哈水库位于贵阳市小河区， 距市中
心约8公里。这个竣工于1960年的水库风景
秀丽，从高处望去，整个库区宛若著名景区
千岛湖。然而，美丽风景难以遮挡库区周边
的污染问题。

在库区东北面的阿哈寨， 水库边住着
几十户人家，房子依山而建，往下数十米，
就是水库的水位线。 记者沿着公路边一条
小路往下坡处走，绕到路边楼房的背后，一
片生活垃圾跃然眼前。

灌木丛中，各种生活垃圾散落在地上，
就连树梢上也挂着各种颜色的塑料袋、尿
不湿，甚至成袋的生活垃圾。楼房背后，记
者看到了污水的出口。 尽管当时没有排放
污水，但从管口残留的水渍来看，这里曾经
有污水流出。

视野范围内， 阿哈水库的水位线已经
逼近这片垃圾下方。

在几百米之外的另一条小路旁， 一个
简易的厕所散发着臭味，记者站在厕所旁，
就能看到坡下二三十米处的水库水位线。

类似的污染不只一处。 环阿哈水库公
路沿途，记者注意到，不少民房距离水库甚
近，岸边还有养鸡场。在水库西南方的金竹
镇金山路，记者在公路边看到，一条小沟正
汩汩地往外排放污水，沟底呈现墨黑色，水

面不时泛起白色的泡沫。
记者沿着小沟行走，垃圾越来越多，牛

奶盒、饮料瓶、食品包装袋，各种垃圾或漂
浮在水面，或陷在黑色的淤泥中。中途随着
其他沟渠汇入，沟面越来越宽。大约1公里
外，经过一片长满水草的沼泽地，夹杂着垃
圾的污水汇入了阿哈水库。

不过，这条排污沟被一片郁郁葱葱的苗
圃掩盖，站在公路边看，很难发现这条暗沟。

记者实地踏访后发现， 这些地方都属
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保护饮用水源”
的警示牌随处可见。立在多处的“阿哈水库
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行为” 标志牌明
确写着：禁止堆放、填埋城镇垃圾或者其他
废弃物。

村民们没把警示牌当回事

除了可见的生活垃圾， 在水源保护区
内的违章建筑，也是水质安全的隐患。

记者驱车沿着环阿哈水库公路前行，
进入金竹镇阿哈生态村，村口立着一块“阿

哈水库警示牌”，落款是贵阳市两湖一库管
理局。不过，村民们显然没有把这块警示牌
当回事， 在道路两旁随处可见正在修建中
的民房，以两到三层的楼房居多。

根据 《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
护条例》，在阿哈水库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内， 禁止建设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项目。

住在金竹镇的一位居民告诉中国青年

报记者，修建房子的有本地居民，也有外来
的老板。修好房子后，他们用来对外出租。

在竹林村一处正在施工的2层楼房前，
记者佯装求租厂房， 房东热情地带记者进
楼参观。

“这房子有合法手续吗？”记者问。
“现在还没有，但能办下来。”
“将来会不会像那栋房子一样，被政府

推倒？”记者指着不远处的废墟，表达了忧
虑。

“放心吧，不会的。”房东说。
4月5日，金黔在线网站的一则消息称，

贵阳市小河区阿哈水库水源保护区， 随着
43处违法建筑的顺利拆除， 小河区竹林村
的违法建筑拆除工作基本完成， 拆除面积
共计30000多平方米。

4月6日晚， 记者电话联系竹林村上述
房主。这位房主称，自己的房子前几天刚刚
竣工， 不过这次拆除违法建筑的行动对他
没有影响。“拆的都是外地人建的房子，外
地人没有关系，所以房子被推倒。”

在库区东北部的阿哈寨，一处2层民房
内，一名中年男子的回答更令人惊诧。

谈到污水排放问题时， 中年男子提高
了警惕：“排得多不多？ 几十吨的废水可不
行，管得可严了。”

“不多，一天也就几吨吧。”假扮外地客
商的记者说。

“那问题不大，自己处理就行了。”中年
男子还帮着出主意：挖个池子，挖条暗沟，
白天存着，晚上排放。

记者在多处暗访， 房主或领头的工人
均表示，如果租房用于办工厂，可帮忙落实

办厂的配套条件，比如牵引电压为380伏的
工业用电。

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每天
都在巡查

4月6日下午，本报记者联系上了贵阳市
两湖一库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电话里听完
中国青年报记者对阿哈水库生活垃圾污染

和违章建筑问题的陈述后，办公室一位姓黄
的主任说，这种现象应该不存在，她进而表
示：你说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核实。

黄主任说，水源地保护工作，有的属于
两湖一库管理局的职责范围， 有的属于地
方政府管。 至于哪些属于两湖一库管理局
管， 哪些属于地方政府管， 黄主任没有明
示。她说：我们是严格按照有关水源地保护
条例的规定来执法的。

黄主任强调：“在水源保护区内， 管理
局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巡查。 管理局也在
水源保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比如今年启
动了生活垃圾清理项目， 在一些片区启动
了污水处理项目。”

发稿前， 记者在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
局官方网站首页上看到这样的消息：《两湖
一库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清理项目

正式启动实施》。消息称，两湖一库流域范
围每天产生生活垃圾上百吨。长期以来，由
于生活垃圾管理机制不健全， 生活垃圾收
集、运输、处置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垃圾随
意堆放于湖岸、沟渠、排水沟附近，雨季来
临时，大部分垃圾随雨水冲刷进入湖库，给
两湖一库水环境带来极大影响。

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与云岩区、小
河区、花溪区、清镇市、金阳新区签订了《两
湖一库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清理扶

持协议》，全面开展两湖一库周边村寨历史
存量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消息最后说： 清理工作将于4月底完
成， 确保在雨季来临前彻底清除两湖一库
周边村寨历史存量生活垃圾， 防止大量垃
圾被冲刷进入湖库。

核心调查

核阴影下，日本志愿者捐助病重“慰安妇”
本报记者 庄庆鸿

这个春天，日本东部发生的大地震、大
海啸和随之而来的核电站危机给全世界笼

罩上了重重阴影。同样在这个春天，一群日
本人穿过灾难的阴影赶来中国， 只是为了
一位病重的中国大娘。

这位中国大娘，叫万爱花。

病房里的相见

在中国民间对日二战索赔的漫长战役

中， “万爱花” 是个赫赫有名的名字。 她
被称为中国 “日军性暴力受害者” 对日诉
讼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
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 “日军性暴力受
害者”， 遭受残害导致终生不育，1.65米的
身高也变成了1.44米。

1992年以来，她先后6次到日本出席国
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与其他9位受害妇
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

害，要求其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而找到她们、帮助她们站出来说话的，

就是日本女士石田米子带领的 “查明山西
省内侵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
（简称“山西省查明会”）等日本民间组织。
她们从1996年开始， 就在山西农村寻访日
军侵华战争时期受害的中国“大娘”们，十
数年如一日。

这次她们赶来中国， 是由于知道了万
爱花病重。病床上的万爱花托山西大学教授
赵金贵给石田米子带话说：“这次我也差不
多要死了吧， 我希望达成的事还没实现，死
不瞑目啊，还是想要拿这把老骨头斗一斗。”

考虑经费及工作等问题， 此次来的日
本志愿者并不多， 有9名， 多数是50岁以
上的人。

3月27日下午 ， 太原街头阳光很烈 ，
很难打车， 而日本志愿者们又没有雇车，
长年一直参与 “慰安妇” 诉讼的川口律师
一直迎着大风挥臂打车。 送走了好几辆车
后， 她在迈下人行道时， 一脚踩在台阶边
缘 ， 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 ， 半天无法起
身 。 好不容易被搀扶起来时 ， 她皱着眉
头， 倒吸了好几口冷气。

虽然一瘸一拐， 但她还是坚持和大家
一起向山西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住院部走

去。
在病床上24小时吸氧的万大娘看到日

本志愿者进来， 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镜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在病床

边， 双手握住了万大娘的手。 她曾经在山
西留学两年， 在志愿者里经常担任翻译。
病床上的万大娘向右边侧过头， 无力地蠕
动着嘴唇。 记者也不能听懂老人盂县方言
的低语， 小林女士却能够翻译。

万大娘一开头问的是： “谢谢你们来，
你们几时回去啊？” 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日
本志愿者轮流到病床前， 握住了万大娘的
手。

石田女士问起病情， 万大娘抬起手伸
出两个指头， 反反复复说：“我要出院……
不要治了……每天都花两三千， 每天两三
千……太贵了……” 说着说着， 浑浊的双
眼渐有水光， 说到最后摇了摇手， 右眼一
滴眼泪顺着面颊流进了枕头。 日本女士中
发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这个过程中， 小林女士一直保持着

笑容。 听着听着， 她伸手抚摸万大娘的头
发。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头发，
末端已经新生出了几寸的白发。

“以前我还到万大娘家，和她们一家人
一起包饺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
林女士走出病房后才叹息说。

最后，在早稻田大学开设“女性之战争
与和平纪念馆” 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
一个小袋：“我们有一位志愿者也正在日本
住院，此次不能来了，她跟您问好，说要加
油！这是大家送给您的‘幸福小猪’！”站在
病床边的人终于都笑了起来， 万大娘把粉
红的毛绒小猪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

“太花钱了，不要治了”
石田米子回忆起来，2010年6月， 万爱

花大娘从床上不慎摔落， 脸部受伤缝了六
针。在9月与石田米子见面时，万大娘脸上
还留着明显的伤痕， 在笑着和她对话中起
身去呕吐了很多次，“让人很是担心”。

万爱花的肠胃问题是老病， 用她唯一
的养女李拉弟的话就是“一年365天，能吐
350天”。去年11月13日前后，万爱花就在家
“突然吐了出来，还带血”。当时送到了山西
省人民医院，“一星期就花1万元”的价钱很
快就让一家人无法承受， 转院之后住了两
个月零三天。

今年这次发作是在3月7日。 仅仅回家
过完春节、吃了次饺子，万大娘在家休克后
被送到太原市中医院， 被抢救过来。3月17
日再次休克后， 被转到山西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消化内科住院。“那几天不敢动她，一
动就吐，都是我女儿给她弄干净，现在没怎
么吐了，也能自己翻身了。”李拉弟说。

“第二次休克前，还能每天吃点面条稀
饭，而从那以后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饭，吃了
就吐。”李拉弟说，至今为止，万大娘已经休
克了5次，无法摄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维持
营养。少的时候每天挂两三瓶，最多的一天
挂了12个吊瓶， 从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凌
晨3时，家人一直不能睡，看护着吊瓶里缓
慢的一滴一滴，维持万大娘的生命。

说话间， 李拉弟的二女儿拿出一个方
形饭盒， 泡了半盒从医院门口的小超市里
买来的永和豆浆。“奶粉她喝不下，会吐，而
且奶粉太贵。”

万大娘慢慢侧过头， 就着吸管喝了不
到半分钟，就放下了。这样的“进食”一天有
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还能叫保姆啊？” 李拉弟说，“我就
是个老保姆，我女儿不让我陪床，怕搞出两
个病号。”。

陪床睡在哪？ 李拉弟的二女儿指了指
靠墙的一张军绿色折叠床。 她二十多天都
没有洗过澡， 前额的头发油油地结成一缕
一缕： “今天星期几？ 几号？ 我都已经不
知道了。”

据万大娘的主治医生介绍， 目前可以
确诊的是肠细膜长期失血缺血， 但是万大
娘拒绝了做胃镜、核磁等检查，因此进一步
诊断一直无法做出。

李拉弟解释，不做检查一是因为缺钱，
这几项检查分别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
是因为万大娘身体虚弱。“因为胃镜要从嘴
巴里一直通下去， 血管造影要从肚子这边
开个口把管子通进去。 我妈好长时间都没
吃东西，身体很单薄，年纪又很大了，怕撑
不住。而核磁要坚持40多分钟一动不动，这

个我妈说坚持不了。”
“我们知道的是， 我妈长期有胃病、冠

心病，肺上有囊肿……”李拉弟说。
中年的护士长一边在万大娘瘦得皮包

骨的手背上寻找血管， 一边叹息说：“她的
血管太脆了， 一不小心或者是输液过程中
一用力、动一下，针头都会穿出去，那就要
重新扎针。” 因此年轻护士不太敢给她打
针。李拉弟数着：“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
4针，右手打了2针，一瓶输液80元……”

护士来巡视时，50毫升的输液还剩下
20毫升，万大娘轻声说：“不想打了。”她时
常这样回答护士和家人。

李拉弟回忆，万大娘住院以来心情“很
不愉快”，一直在说“太花钱了，不要治了，
我该死了……”

“慰安妇”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万大娘家人最困难

的四天，每天的医药费达到3500元，一共花
去9000元（最后一天没住满———记者注）。

而从3月20日至29日，万大娘的医药费
又已花去1.6万元。与此相对，她仅有每个
月310元的低保， 以及作为共产党员一年
1200元的生活补贴。

她66岁的女儿李拉弟没有正式工作，
丈夫也已离婚多年。 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
有三个女儿， 老大是家庭妇女，“孩子太小
出不来”；老二平时打点零工，现在日夜在
医院陪床， 甚至顾不上即将参加高考的两
个女儿 ； 老三在外打工 ，“一个月赚不到
1000块”，有时轮换来医院。短短20多天，一
家人欠债近5万元。

“我算的钱都已经除去了国家医保负
担的20%， 我和女儿轮流管朋友借钱 。”
面色微黑、 有高血压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
眼睛。

据山西省的民间组织慰安妇问题研究

会成员张双兵介绍， 像万大娘这样的 “慰
安妇” 受害者， 如今都已是80岁左右， 甚
至不少人90岁以上， 而且大部分生活在农
村地区， 生活保障堪忧。 尤其是性暴力受
害者中的很多人无法生育， 这样在农村更
苦。 无人赡养、 没有钱看病、 营养不良等
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随着大娘们越来越衰
老， 其处境更是每况愈下。

80多岁的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
会长李良杰曾经去看望两位日军 “慰安
妇” 受害者， 那个画面让他难以忘怀。

90多岁的那位大娘没有子女， 又已经
难以站立行走， 从屋子里一路爬到院子
里， 要拖动柴火到屋里， 另一位80多岁、
当年被关在一起受害的 “老姐妹” 正好来
了，才有人帮她拖柴火。

“这个80多岁的老姐妹当年被日本军
抓去的时候才10多岁， 有一天好几个日本
兵要欺侮她， 她生了病， 已经实在快要死
了， 另外这个年长一点的就站出来说：‘她
不行了，我替她吧，你们冲我来’……这样
才救了她一命， 所以她到现在还念这份恩
情，时时来看望。”李良杰说。

石田米子她们找到的几位 “慰安妇”
受害证人中， 王改荷、 高银娥、 赵润梅大
娘已经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

相继去世。 山西省查明会也曾给予她们部
分援助。 张先兔、 尹玉林大娘现在还住在
农村窑洞里。

2009年11月开始， 石田米子她们联合
数个日本市民团体， 在山西武乡八路军纪
念馆筹备举办 “二战时期日军对妇女的罪
行图片展”。 在她们的努力下，16位向日本
政府提起诉讼的中国受害妇女的受害和斗

争事迹，终于在她们的故乡展出。石田米子
永远记得，开幕那天，满面皱纹的幸存者本
人还有后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泪下。

“我们的最初动因是在日本法院进行
的‘慰安妇’、性暴力诉讼先后都败诉了，这
再一次将斗争了许久的大娘们推向更强烈

的愤怒和无比的绝望之中。 所以我们希望
将她们的受害事实和苦难的人生、 充满勇
气的斗争作为历史的记忆， 转告给更多的
人，加深对她们斗争的敬意。”

在即将结束的展览中， 有人留下了这
样的留言：“看到展览又震惊又感动， 向被
害者大娘们表示敬意！”“万爱花大娘，我会
永远支持你们。”

“60年前的罪恶，大娘们现在依然在痛
苦中生存。看了觉得很心痛，大娘们请继续
活下来！”

石田米子女士介绍， 这一展览今年秋
天将预计在陕西师范大学展出， “此外我
们也在探讨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

展出”。
“其实比起接受来自日本的援助，万大

娘还是更愿意看到中国自家人的援助，还
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 尤其是更多的中
国年轻人，知道她们的故事。”石田米子说。

穿过地震、海啸和核泄漏
的阴影而来

石田米子女士带领的山西省查明会等

日本民间志愿者团体，在这十几年中，每年
要去盂县西部农村两次以上， 倾听受害妇
女的诉说， 也加深和亲族的交流，“和她们
分享活下去的力量” 。

除了来自横滨的石田米子女士， 其他
8位志愿者都来自放射量迅速上升的东京。

这使人不禁想问， 连自己处境都需要
担心的他们， 究竟为什么还要在这时赶来
中国， 来看一位中国大娘？

“其实大家内心都很担心、 也会有恐
惧。 在东京的所有人都遭遇了经常停电、
交通停滞等种种困难， 天天看放射量上升
的新闻， 自信也严重地被动摇， 很害怕。
但是万大娘是一直跟我们共同走过来的

人， 她现在也一直努力活着， 也努力跟病
痛战斗着。 我们现在不能逃避， 不能放弃
一路共同走过来的人。” 石田米子说。

“虽然害怕， 但是我们无处可逃避。毕
竟我们出生在日本这个国家， 生活在这个
国家，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在这支多数人
都超过50岁的队伍里算是“年轻人”的佐藤
女士笑着说。

池田女士说：“主要是要保护下一代孩
子们， 对他们的食物的保护和过滤会严格
一些吧。我们年纪大的人接受点辐射影响，
得癌症的几率可能就会升高， 可能少活几
年，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池田女士几年前接受过头部的手术，
她被告知，三分之一的接受手术者会死亡、
另三分之一手术后会瘫痪。“而我就是那剩
下的幸运的三分之一，我现在还活着，还能
这样工作，就觉得现在是多出来的生命，因
此如果有什么事，我都能接受。”

当听说众多中国人由于恐慌日本核辐

射而抢购食盐时， 几位日本女士都笑了起
来：“如果中国都会大受辐射的话， 日本不
就已经灭亡了吗？”

只有在说起此次遭灾最严重的福岛、
宫城县的时候， 池田女士露出了愁容。“那
里的人们家都没了，食品又都不能吃了，真
是太可怜了， 相对来说我们已经算是很好
了。而且震后那边的经济怎么办，这都会是
很大的问题。”

自10年前开始，她们创设了“大娘医疗
基金”，从众多日本市民中募捐，除了已病
亡的南二仆的医疗。 据张双兵、 李拉弟证
实， 此前这些日本志愿者组织已经为万大
娘帮扶过不少的医药费。

这次来中国， 石田米子她们把整个协
会最后的钱给了万大娘。“这次以后， 我们
的钱包也就见底了。 我们回日本后还要继
续努力……”

但她也坦承，众所周知，现在全日本说
起募捐， 当务之急就是东日本大震灾的募
捐，因此她们能从日本社会获得的支援会变
少，她们的募捐、处境的确都会更为艰难。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出于对受
害妇女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是为了赎罪，
而是我们认为挽回性暴力受害妇女的尊严

是我们应负的责任， 是我们应该共同去面
对、斗争的事情。”石田米子说。

“年迈多病的受害妇女所剩时间不多，
要让日本政府在她们有生之年解决问题，是
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池田惠理子女士说。

“虽然我们的力量薄弱，但今后我们依
然会为这一目标去努力，去行动。”石田米
子说。

3月29日是万爱花大娘出院的日子 。
“我妈坚持要出院，而且我们觉得她这手输
液已经输不进去了。”李拉弟说。

隔壁病床的老太太也和她同一天出

院，前一天就已换下住院服，盘起腿靠在床
头， 边吃东西边和家人唠个不停， 说说笑
笑。老太太的家属问起万大娘，小声说：“日
本人当年干了多少坏事， 她是中国人的活
证据啊……”

而万爱花依然半闭着眼躺在床上， 静
静挂着最后一次的吊瓶， 不知她是否听见
了旁人的议论。 这时其实万大娘已经欠费
了， 必须先交钱才能挂这最后一瓶， 还是
护士好说歹说 “先借来给挂上的”。 她的
外孙女掰下一块蛋黄派的皮， 让她含进嘴
里， 如果吃到奶油的部分她会吐出来， 一
个蛋黄派能供她四顿 “饭”。

4月5日， 万大娘再次住院， 至今无法
吃饭， 花费依然在上升。

石田米子知道， 日本志愿者用尽全力
的最后这次捐助， 其实也只够万大娘在山
西的医院住上几天。 “但是无论如何， 我
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延续大娘的生命， 让她
活得更长久， 即使只多活一天。”

快救救我们的历史见证者

庄庆鸿

83岁的万大娘一直在同被侮辱被损害
的记忆作战， 是勇敢。 站出来做中国第一
个 “慰安妇” 证人， 和日本政府及右翼斗
争， 是勇敢！

日本志愿者15年来每年去这个偏僻的
农村记录这份历史， 是勇敢。 15年来向日
本社会呼告历史真相、 应战右翼的威胁打
击， 是勇敢！

“勇敢” 这个词， 是对我在采访中所
有震撼和记忆的概括。 所有 “勇敢” 汇集

起来， 是对 “慰安妇” 受害者大娘、 日本
志愿者群体的敬意。 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
更期待看到中国同胞的身影。

在万爱花大娘这数次恶化住院中， 我
知道关心慰安妇历史的张双兵老师已代付

了1万元医药费， 山西大学的赵金贵老师
也全程提供了大量帮助， 但是还没有听说
其他的救助。 而日本志愿者的 “大娘医疗
基金” 也已经告罄， 现在更是我们自己站
出来的时候了。

如果日本志愿者在右翼打击的环境中

都能这样勇敢， 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
能？ 众多 “慰安妇” 证人的晚年太令人担
心， 别让她们一步步孤苦贫困地凋零。

伸出我们的手来！

记者手记

日本志愿者在医

院看望万大娘。
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